《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９章


第9章 人口与工业劳动力

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人口变化对于早期工业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劳动力供求变化对工业成长所起的作用上。按照一般的看法，人口增长过速，会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供大于求，又会引起劳动力价格下落，从而妨碍节约劳动的机械和机器的使用。而没有机械和机器的使用，早期工业就不能够发展为近代工业。不仅如此，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不断加剧，必将引起生产的“过密化”（或称“内卷化”），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这种看法一直支配着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因此明清江南工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被视为一种对于不断加剧的人口压力作出的被动反应。

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以往关于明清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主要是基于以当代的现象去推论历史，即从人口增加过快是今天第三世界国际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普遍观点出发，将中国之未自发地出现经济近代化，归咎于人口过多
。但是倘若我们抛弃这种“以今类古”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看明清江南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以上看法是否还能成立就要重新研究了。

在本章中，我们要弄清的主要问题是明清江南工业中劳动力的变化（包括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但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又必须先了解明清江南人口的变化（这又包括人口、城乡人口的数量变化）。此外还必须了解工业后备劳动的数量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明清江南工业中的劳动力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第一节　明清江南的人口总数及其变化
学者们普遍认为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速
，从而引发了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１８５０年以前为止的几百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如果中国真有这种人口危机的话，当然应以在江南表现最为显著
。因此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中，人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关于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以下共识：（１）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鼓励增加人口；（２）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因此，只要没有天灾人祸，人口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增长。至少自宋代以来，江南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其人口增加也肯定最快
。尽管上述观点并未得到证实，但却已为多数学者默认接受。按照以往的看法，江南自宋代以来就一直饱受人口过多之苦
。到了明清，情况更为严重。明代江南始终存在着“稠密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而在清代前中期，由“人口爆炸”导致的人口危机在江南表现得最为明显
。总之，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人口危机”，严重影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这种看法，在近年来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成了一种无须讨论的定论。
　　然而，近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表明以往关于明清中国人口增长的看法是颇有问题的。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 Bin Wong）、威廉· 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已证实：１７００－１８５０年间中国的人口成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
。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言，葛剑雄也已批驳了清代人口成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
。因此，无论是与同时代的西北欧国家相比，还是与明代以前的中国相比，明清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并非“过快”。其次，明清的人口增长并未导致严重人口压力的出现，或者说并未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至少，如贾永吉指出的那样，１９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停滞，并不能证明人口压力已达到经济无法支撑的地步
。这些意见表明：明清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以致引起严重人口压力之说，尚远非定论。那么，江南的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将对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长情况进行考察。
　　由于官方数字完全脱离实际，不可能据之得到接近真实的数字，因此１５５０年前后的江南人口数已不可重建。这里我们只好根据明前期和清中期的人口数字，来推算１６２０年前后的人口数。其次，因为我们也要将明清江南的人口变化情况与同时期全国的情况作比较，所以还需要获得相应的全国人口数字。不过全国数字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下面，我们从明初和清中期江南的人口数量谈起。
　　（一）尽管也存在种种问题，但一般而言，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和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数字（特别是前一数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根据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中的各府数字，我们可以得知苏、松、常、镇、应天五府１３９３年的人口，合计约６０６万。明代文献中未见有杭、嘉、湖三府１３９３年的人口数字。但康熙《浙江通志》卷十五所载这三府“明初”的数字（合计约２６４万），比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数字略高，应当就是１３９３年数字。因此江南八府合计，１３９３年人口大约８７０万。清代中期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王业键对１８５０年苏、松、常、镇、宁（应天）五府人口数量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求得
，即以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的人口总数为基础，根据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两省人口分布，求出１８５０年江南各府的人口数字，然后再相加得出总数。按以上方法求得的结果是：１８５０年江南的人口总数大约为３，６３５万
。因此大概而言，１４００年和１８５０年的江南人口，分别在９００万和３，６００万左右。
　　（二）明代中国人口变化有两个大特点，即：第一，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至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前后，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
；第二，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全国人口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全国而言，随着严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明初以来人口的直线上升到１６００年前后基本结束，所以何炳棣、柏金斯等都把１６００年作为明代中国人口的顶峰时期。但就江南而言，比较明显的社会动乱，天启时代方出现
，严重自然灾害更一直到１６３０年代末期才发生。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和严重自然灾害出现较迟。因此人口增长的直线上升，至少继续到万历朝结束（１６２０年）后才告终止。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１６２０年前后作为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
　　明代中国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部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按清代的行政区划）。在１３９３年的全国人口中，这四省的人口占了５１％
。明代跨省移民已有相当规模，但远逊于清代，尚不足以对全国人口分布的改变造成重大影响。从谢肇淛的《五杂俎》所描绘的全国各地情况来看，直至１７世纪初期，人口稠密的地区仍然只限于长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整个西南、广东、湖南和湖北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都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可耕地
。换言之，在整个明代，全国人口分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明代的全国人口成长率的形成，主要应取决于人口集中的东南四省的人口成长率。
　　在上述四省以外的地区，华北五省（１３９３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２６％）人口成长率约为３·４‰，可能低于南方地区的成长率
。而在南方各省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人口成长率可能又低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等省
。这不仅是因为江苏等四省为人口净输出地区而湖南等六省（四川情况不详）为人口净输入地区，而且因为湖南等省正处于农业开发之中，耕地增加迅速
，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应更快。所以这些省份的人口成长率肯定比江苏等省更高。华北五省与湖南等七省合计，高低相互抵消后的成长率很可能也近于全国平均数。因此，全国平均数应当比较接近江苏等东南四省的成长率。
　　在东南四省中，江南又占有特别的地位。１３９３年江南人口占这四省人口总数的２７％（或江苏、浙江两省人口总数的４６％，全国总数的１４％）。因此大体而言，江南人口成长率应当也很接近于全国的成长率。用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人口数字计算
，１３９３－１６００年间全国的年人口成长率大约为３·８‰。１４００年江南人口接近９００万，如果采用３·８‰的年成长率来计算的话，１６２０年人口大约为２，０００万。另一种方法是以１３９３年与１８５０年两个数字（８７０万和３，６４０万）为基础来计算，所得的１６２０年人口数字，略低于用前面方法得出的数字。但是比较上述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无疑更有道理
。此外，明代后期江浙人士一再谈到当时江南“人稠地狭”
。由此来看，采用高一些的数字，应当更为符合事实。
　　（三）清代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１７世纪前半期巨大的人口损失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低
。这一损失，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因此何炳棣认为１７００年的人口是否已恢复到１６００年的水平，尚难以确定
。江南在１６３０－１６６４年间也有颇大的人口损失；而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至早也要到１６８０年代才大致恢复正常（全面的恢复可能还要更迟一些）
。但是，由于江南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的程度远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小，恢复的速度应当会快一些。这里我们假设江南人口在１６８０年已恢复到１６２０年的２，０００万
。这样的话，１６８０－１８５０年间江南的人口年成长率就大约为３‰，比其１３９３－１６３０年间的年成长率大约低１／５。
　　（四）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
，１６５０－１８５０年间全国的人口年成长率大约为６‰，增加速度确实比明代（３·８‰）快得多。但是除此之外，清代人口变化与明代还有一个重大差异，即明代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四省（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而清代全国人口的增长却更多地取决于这四省以外的地区。从一些官方人口数字来看，清代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成长率，明显低于全国成长率。例如，就人口数字相对较为可靠的１８世纪中期以后而言，１７６１－１８５０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１１７％，但江苏和浙江却只分别增加了９１％和９５％。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之一，东南四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江、浙两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１７６１年以后的９０年内就下降了２·２个百分点，即从１７６１年的１９·５％降到１８５０年的１７·３％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１４００年前后，这两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高达２９·８％
。
　　在清代，人口稠密的江、浙两省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而在这两省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又低于两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例如，１７８９－１８３８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３９％，但江苏仅增加了３２％，浙江也只增加了３１％；两省的成长幅度都只在全国成长幅度的８０％左右（这个比例与１７６１－１８５０年间的相应比例相同）。在此期间（１７８９－１８３８年），位于江南中心地带的嘉兴府的人口只增加了２１％，其成长幅度约为同期江苏与浙江成长幅度的２／３，或全国成长幅度的１／２
。由此来看，１６８０－１８５０年间江南的人口成长率（３‰）约为１７００－１８５０年间全国成长率（６‰）的一半，应当是可能的。
　　（五）清代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江南，而且也低于清代中国其他地区。这在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若干家族人口变化的研究中也已得到证实。她所研究的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１１个家族
，１７００年以前的人口成长率并不比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年间的人口成长率低；相反，从刘氏所绘的上述家族人口增长曲线来看，只有武进周氏１６００－１７００年间的人口成长率低于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年间的成长率，其余的如萧山郎氏及李氏、慈溪钱氏、青溪严氏等，１６００－１７００年间的人口成长率都略高于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年间的成长率。这些家族以及未有１７００年以前数字的武进邹氏、余姚史氏、萧山徐氏、沈氏和曹氏等家族，１７００－１８５０年间的人口成长率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换言之，从这些家族的情况可见，明清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人口成长率，自明代后期以来，是在逐渐下降的。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５省１５个家族的人口变化的研究还表明：在这５省中，江苏的生育率最低；在江苏省内，长江以南（武进周氏、邹氏）的生育率又低于长江以北（江都朱氏）。江苏而外，生育率由低而高的顺序是浙江（萧山与余姚）、安徽、湖北、湖南。这个结果和刘氏其他关于明清长江下游地区人口研究所得的结论－－长江下游的核心区（大致相当于本书中的江南）的生育率，略低于长江下游的边陲区（苏北、浙南、安徽等地）的生育率相互吻合
。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的成长率和大大低于清代的全国平均成长率的结论，与明清江南和全国人口变化的背景是一致的。何炳棣、全汉升和王业键把导致清代（主要是１８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纳为：（１）长期的和平与较好的统治；（２）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作物良种（如早熟高产稻种和美洲农作物）的推广与引进；以及（３）工商业的发展
。这里，我们即以此三个原因来检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到：在以上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在明代与清代的江南都存在（尽管孰优孰劣还需认真分析），而且就清代而言，这个原因在江南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那么明显
。第二个原因在明代江南还有一定作用
，而在清代则几乎完全未起作用；而在明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原因所起的作用极其重大。第三个原因在明代和清代的江南都很重要，而且在清代江南所起的作用无疑比在明代江南或者在清代中国其他地区更大。然而，清代的江南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工商业发展对人口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简言之，就上述导致清代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言，它们在江南所能起的作用，不仅比在同时期的全国大多数地区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而且也比其在明代江南所能起的作用要小。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强调，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引进以前很久的明清江南，人民已经在运用种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使得明清江南人口成长率不仅比中国其他地区低，而且还有随着时间而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
简言之，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１６２０年），江南总人口大约为２，０００万左右。由于有效的人口控制，人口年均成长率仅在３‰左右，所以到了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１８５０年（亦即清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候），江南人口才达到３，６００万上下。换言之，在两个半世纪中只增加了８０%。无论是较之同时期中国总人口还是英国人口的增长情况而言，江南并未出现“人口爆炸”
。因此，以往研究中把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视为一种对人口过速增长而作出的被动反应，其前提就是错误的。

第二节  明清江南城乡人口数量及其变化

　　从空间上来说，明清江南的工业分为城镇工业和农村工业两个部分，它们所需的劳动力主要从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就地获得，但也有一部分城镇工业所需的劳动力来自其他地区。要了解城乡工业的劳动力供求变化，首先应对城乡人口及其变化作一了解。

一、城乡人口之界定

城乡人口之间的比例，实质就是城市化的水平。城市化研究的关键，又在于如何界定“城镇人口”。在以往对明清城市化的研究中，实际上采用的是近代界定城乡人口的标准。而近代各国人口统计在确定“城镇人口”时，有的以职业为区分标准，有的以居民点的人口数量为区分标准，有的则二者兼而用之，即凡是人数超过某一水平的居民点中，倘若农业人口不超过某一百分比者，都算为城市地区，其居民全部列为城市人口
。但是这些标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城市化研究中是否适用，则尚可议。赵冈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众不同：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在中国则是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程度减弱，大中城市停止扩充，而市镇则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他还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都市化（urbanization）过程，应把城市（cities）和市镇（market towns）分开，因为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
。虽然赵氏此说可商之处甚多，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市镇的大量出现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在明清中国的市镇发展方面，江南走在最前面，成为全国各地市镇最多、最密集之处。由此而言，明清江南城市化的道路，与现今主要依照近代欧美经验得出的所谓城市化的普遍模式之间，肯定有重大的差异。因此若把上述近代城市化的标准运用到明清江南人口城市化的研究中，就不免有颇大问题。

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研究中，采用较为普遍的是居民点人数标准。要依据居民点的居民人数来划分城乡，首先就要确定一个数量作为区分城乡的人口分界线。但是如何确定这个分界线，却一向争议颇大，尚未有一致结论
。这种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对近代以前中国（包括江南）城市化的研究中。例如饶济凡（Gilbert Rozman）按照居民数将１８２０年前后的中国城市（包括江南）分为７级，最低一级（即第七级）人口数为５００，次低一级（第六级）人口在５００－３，０００之间
。但赵冈认为这两级所定限度太低，不符其城市定义，应予剔除，而应以２，０００人为城乡分界线
。施坚雅（R. William Skinner）以４，０００人为清末（１８９３年）中国城乡划分的界线
。但刘石吉认为这个标准过高，对于明清江南而言，人口不及２，０００人的市镇亦应列入“城镇”，而曹树基则认为应当排除“大批人口不多的小型市镇”
。本书所说的江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在上述研究中，江南都占有突出的地位。不过，不论用上述哪一个居民数目为标准来研究明清江南的城市化水平，都存在同样的困难。这种困难首先是由于缺乏最起码的人口统计数字以供分析，从而在操作上十分困难。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标准忽视了明清江南城乡关系的许多重要特点，从而使得区分城乡无从下手。

正如我在另一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清江南与英国等西欧国家之间的重大区别之一，是江南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并无明确界线
。江南城乡之所以在空间上并无明确界线，一方面是因为江南人口高度密集和水道交通非常便利，缩小了城市（特别是市镇）和农村之间的相对规模和相对距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乡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相互渗透，形成难以割裂的整体。工农之间没有清楚的界线，则是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江南农民常常是农、工、商多种职业兼营，并非只是种田的“专业农民”。由于上述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界线模糊，江南出现了居民点人口规模与职业分布之间的不一致。

一般而言，城镇之不同于与农村，一是居民人数较多，二是居民的“非农业化”程度较高。可是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非常方便、农村工商业十分发达的地方，毗邻的几个大村子往往把若干工商业活动集中到一个位置适中的小市镇上，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尽管家住农村，但其主要活动却主要在此市镇上进行
。在此情况下，这个市镇实际的经常性就业人口可能超过其正式居民的数量。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若干市镇（特别是小市镇）的居民中有颇大一部分从事农业劳动。不过从包伟民、陈晓燕对１９３０年代江南市镇的研究来看，在市镇居民的“非农业化”水平方面，在江南占主导地位的是“嘉兴类型”。而在这种类型的市镇的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非常高（嘉兴达到８０％强）
。最后，如下面还要谈到的那样，明清（特别是清）江南城镇里有很大数量的外来劳工。不仅如此，在明清史籍中，还可看到有大量的外地商人寄居江南城镇。这些外来工匠、商人常住江南市镇，是侨居城镇的“常住人口”，但却并未计入当地户籍。此外，在城镇中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
，是城镇的临时居民，更未列入当地人口统计数字之中。在江南的一些城镇里，各种外来人口甚至可能比本地居民还要多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明清江南，被称为“市”或“镇”的居民点的居民人数，比起被称为“村”的居民点的居民人数要多；其次，在“市”或“镇”的居民，从事工商业人口的比重通常超过从事农业人口的比重；第三，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市”或“镇”的居民部分地或完全地从事农业，但是同时也有不少家住附近农村的居民在这些“市”或“镇”里进行日常性的工商业活动。虽然二者的数量不详，但至少可以部分相互抵消。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在城乡、工农之间无明确界线的明清江南作城乡划分，使用一种具有相对“模糊性”的标准，应当说更能体现真实情况。因此在本书讨论中，凡是被称为“市”或“镇”的居民点以及各级城市，都视为城镇地区。城镇地区的居民，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均作为城镇人口。这个标准虽然有其缺陷，但是相对于其他标准来说，还是更合理一些。如果采用其他更为“明确”的标准，势必抹杀明清江南的特点，从而导致对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的低估。

    二、明清江南的城市化水平

那么，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先看一看以往学界对明清江南城市化的研究。

　　由于有关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城市化的数量资料十分匮乏，因此学者们只能根据不同的资料和分析方法作出一些大致的估计。其中，饶济凡（Gilbert Rozman）估计清初江苏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７％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估计１８４３年“长江下游经济巨区”中３３０个“中心地”（Central place）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７·４％
。但刘石吉和刘翠溶都已指出这些估计太过低
。不仅如此，饶氏所说的江苏与施氏所说的“长江下游经济巨区”，其地域范围都远大于本文所说的江南；而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比本文中所说的江南要低得多。因此他们的估数，对于江南来说肯定都太过偏低。那么，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应当有多高呢？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几个有关明清江南城乡人口的官方数字，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浙江杭州与湖州两府属下各县的编审人丁数中的“市民人丁”数与“乡民人丁”数。这些数字包括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杭州府的数字及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与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湖州的数字。据姜涛的统计，这些“市民人丁”数在 “市民人丁”与“乡民人丁”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１１·９５％（康熙六十年杭州）、１０·２６％（乾隆四十九年杭州）、４·１６％（雍正九年湖州）和４·５５％（乾隆六年湖州）
。但是，这些编审人丁数字并非当时的人口统计数字，而是前代（康熙五十年或以前）“财政人丁”的额数
。其中的乾隆数字，更只是一种虚应故事的纸面文字游戏数字，没有任何意义
。雍正六年的湖州府数字，若以当时情况对照之，也显得十分荒谬。例如府治所在的乌程、归安两县，“市民人丁”所占比重竟然只有５·１３％和５·１８％，而僻在浙西山区的武康县却高达１４·０９％。而我们知道乌程、归安两县城镇人口不仅包括全部府城居民，而且还包括南浔、乌青、菱湖、双林、练市（琏川）、埭头、荻冈、善连等江南大镇上的居民（其中南浔、乌青二镇在清代前期就号称“烟火万家”、“居民万户”）；而武康县的城镇人口，可能基本上就只有县城居民，而该县城居民肯定比府城居民少得多
。由于上述乾隆数字及雍正数字均不可信，就仅余下康熙六十年杭州府的数字了。那么，这个数字又如何呢？是否相对而言比较接近当时城乡人口的实际呢？

首先，由于没有康熙六十年杭州府的丁口总数而乾隆四十九年该府各种数字基本上是抄袭康熙数字而仅有微小改变，因此可以用乾隆四十九年数字来反推康熙六十年情况。据乾隆四十九年数字，该府丁口总数为２，０７５，２１２口，而乡、市民人丁的总数为２６１，５７３口，亦即仅为前者的１／８
。这样低的比例，使得乡、市民人丁的数字很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其次，编审人丁数字并非人口统计数字，而是“财政人丁”的额数。而“财政人丁”的分布，在城乡地区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因为杭州府城是省会城市，其居民中有大量享有赋税豁免特权的官僚和士绅，并未列入“市民丁口”。同时，作为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杭州还有相当数量的外来商人与工匠，他们也未被列入本地户籍。相比之下，这几类人在农村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特别是在杭州府西部山区县份的农村地区，这几类人的数量更是微小）。因此根据编审人丁额而得出的“市民人丁”与“乡民人丁”的比例，肯定低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比例。换言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应当高于上述的１０％。然而，即使这个低于实际的数字，比起饶氏与施氏的估数，也已高出近５０％，可见饶氏与施氏的估数确实过低。不仅如此，甚至这个１０％的比重，也仍低于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原因是在清代江南八府中，杭州府的城市化水平并不算高
；同时康熙五十年至乾隆四十九年的七十多年，正是清朝的极盛时期，江南（包括杭州府）的城市化水平肯定有颇大提高。因此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１０％以上。换言之，这个１０％的比例，可以视为清代中期江南城市化水平的下限。

刘石吉运用地方志中的材料，计算出乾隆时期苏州府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３５％
。当然，在江南各县中，吴江所代表的城市化水平肯定应当属于最高之列，但也绝非绝无仅有，因为与吴江类似的例子在太湖沿岸与上海附近可能还有
。因此如果我们把乾隆时代吴江的情况作为上限，那么清代中期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１０－３５％之间。那么，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应当有多高呢？

徐新吾估计１８６０年松江府“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１５％
。在１９世纪后期近代上海兴起以前，松江府没有像苏、宁、杭这样的大城市，其城市化水平在江南八府中只能算是中等。而１８６０年时，松江府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损失很大
。因此在战前繁荣的１８５０年，松江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肯定要比１８６０年该府“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更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松江府没有大城市，所以松江的情况，较之比有大城市的苏、宁、杭三府的情况，对江南大多数府可能更具某种代表性。从前人对市镇的研究来看，江南东部的苏、松、常、嘉四府的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的杭、湖、镇、宁四府。不过西部四府的人口少于东部四府，而且在西部四府内，杭、湖二府的人口集中在其东部平原地区，而镇、宁二府的人口则集中于沿长江和大运河的地带，在这些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其实与苏、松、常、嘉相差不多。因此总的来说，不计苏、宁、杭三大城市，１８５０年江南八府应当接近于１５％。

清代中期苏、宁、杭三大城市的人口，前人有一些估计。嘉庆时苏州府城人口达百万以上，对此学界无多争议。同时期的南京（江宁）城市人口，施坚雅估计为２７万，范金民估计达１１０万，而姜涛认为“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应在５０万以上
。施氏的估计显然太过低，而范氏的估计也偏高。我认为应当在５０万以上，但少于苏州，因此可能接近１００万。清代中期杭州府城的人口，仅见施坚雅和姜涛作出过估计。前者估计大约为４５万，后者则认为“按照保守的估计”应在５０万以上
。据１８、１９世纪之交英国旅行家约翰﹒巴娄（John Barrow）目击，当时杭州市面之繁盛不下于伦敦，杭州市区人口比北京少不了多少，郊区人口亦于市区人口相当
。由于巴娄是一个见识广阔、写作态度颇为严肃的人，他对杭州人口的印象又是至今可见到的唯一一份第一手观察，因此我认为这是比较可靠的。据此，嘉庆时杭州府城的人口虽然少于苏州与南京，但也不会相差太多，因此应当高于姜涛估计的底线（５０万）而低于北京人口数（１００万）。这里估计为６０－７０万之谱，应当不会过高。因此清代中期这三大城市的人口总数应在２５０万左右或更多一些，亦即约占１８５０年江南人口总数的７％左右。
江南八府加上苏、宁、杭三大城市，整个地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估计应当在２０％左右。这个估数，大大低于乾隆九年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３５％）而近似于光绪二十九年常熟、昭文两县的相应比重（１９·６％）
。又，据包伟民与陈晓燕的计算，１９３０年嘉兴县城与市镇人口合计占全县人口的２８·２％
。而此时的嘉兴，并未出现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基本格局与过去相比变化并不很大。有鉴于此，估计清代中期江南城市化水平在２０％左右，应当说或许略微偏低，而无过高之嫌。

明代后期的江南的城市化水平，我曾根据李中清、施坚雅和刘翠溶的有关研究，估计明代后期最盛时（即１６２０年前后）江南城市化水平约为１５％
。近来曹树基对明代后期（１６００年左右）苏南诸府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得出的估计数为：苏州府――１５％，松江府――１９％，常州府――１３％，应天（江宁）府――１８％，镇江府――５％。五府合计，总人口１，２００万，城镇人口１８０万，城市化水平为１５％
。浙江杭、嘉、湖三府城市化水平未见有专门研究，一般而言当与苏南五府平均水平相去不远。因此这个１５％的估计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估数是否与从其他文献中得出来的结果相符。

明代江南最大的城市依然是苏、宁、杭。南京原为首都，洪武末年南京城市居民（包括官吏、军籍人员及其家属等）总数可能达到７０－１００万，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
。永乐北迁后人口锐减。正德以后，随着南京经济日趋繁荣
，人口也逐渐增加。到了万历时，南京已是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正如时人所说：“其人或为流寓，或系邻封。此等通天下皆有，惟南都为最多”
。此时南京的城市人口，曹树基估计为４０万，而范金民估计已达到１００万左右
。我本人则倾向于曹氏的估计，认为应当在４０－５０万之谱。但是曹氏估计此时苏州的城市人口仅有１０万人
，显然又过低。据陆楫《蒹葭堂杂著摘钞》，万历时的上海，“吾邑僻处海滨，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耳”。因此当时上海的实际城市人口（本地人口加上外来人口）总数必定远不止１０万，而从各种文献来看，苏州的城市规模与人口数量肯定大大超过上海。不仅如此，当时的苏州在繁荣程度与人口数量方面，似乎也超过南京，因此利玛窦说苏州“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
。由此观之，苏州城市人口不应明显少于南京。因此我估计此时苏州城市人口可能在５０万人上下。杭州的城市人口，向未见有人作研究。万历时“城中百万蒸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石为二月之粮”
。据此，当时杭州府城居民每年食米总量达３６０万石。江南城市人均食米量，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以３石计
，则推算万历时杭州府城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但是从明代史料中对苏、宁、杭三大城市的记述来看，明代后期杭州的人口不会超过苏、宁。因此我认为万历时代杭州府城人口，也大约在５０万左右。三大城市合计约为１５０万，相当于清代中期这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的６０％。
　　此外，清代中期江南市镇数量也比明代后期多得多。据刘石吉所作的统计
，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江南八府市镇数分别为（表９－１）：

表９－１


苏州
松江
常州
嘉兴
杭州
湖州
镇江
江宁
太仓州

明后期
45⑴
44-65⑶　
56⑸
28⑺
44⑼
17⑾
12⒀
18⒂
〉17⒄

清中期
100⑵
113⑷
105⑹
29-35⑻
88⑽
25⑿
65⒁
21⒃
〉21⒅

⑴ 万历数

⑵ 乾隆、道光数同

⑶ 前为正德数，后为康熙数

⑷ 嘉庆数

⑸ 江阴为嘉靖与康熙数，余为万历数（用高数）

⑹ 道光数

⑺ 万历数

⑻ 前为康熙数，后为光绪数

⑼ 万历数

⑽ 乾隆数

⑾ 天启数

⑿ 乾隆数

⒀ 万历数

⒁ 宣统数

⒂ 江浦为崇祯数，余为万历数

⒃ 嘉庆数

⒄ 万历数（仅宝山）
⒅ 乾隆数（仅嘉定、宝山）

由此可见，明代后期江南市镇的数量约为清代中期的一半左右。同时从刘石吉和其他诸多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来看，清代江南市镇不仅数量多于明代，而且大多数主要市镇的人口都比明代有颇大增加。因此总的来看，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市镇人口增加一倍以上，是十分可能的。与上述大城市人口的情况相结合，认为明代后期江南人口城市化水平为１５％，应当是比较合理的。

　　用前面所得到的人口总数和上述城市化水平计算，江南城镇人口的总数，１６２０年约为３００万，１８５０年则约为７２０万。与此相应的是，江南农村人口的总数，１６２０年约为１，７００万，１８５０年则约为２，８８０万。因此在１６２０－１８５０年间，江南城镇人口总数增加了４２０万，而农村人口总数则增加了１，１８０万。

第三节　工业中的劳动力及其数量变化

对于早期工业的成长而言，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变化更为重要。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会导致一系列不利于经济成长的消极后果。但是如果劳动力求大于供，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也有可能导致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从而削弱本地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对劳动力的变化情况进行专门的考察，是研究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不可缺少的。

    一、江南劳动力的总数及其变化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已了解到明代后期与清代中期两个重要时期江南的人口总数与城乡人口数。在这些人口中，有多少人从事工业生产？他们在人口总数中占多大比重？他们的数量和所占的比重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早期工业中的劳动力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史籍中却没有关于这些情况的统计资料，因此我们只能从家庭内的情况出发，对上述情况进行粗略的推算。

　　中国传统的个体家庭（即核心家庭），一般只包括一对成年夫妇和他们的子女或已丧失了劳动力的年迈父母。关于这种家庭的规模，主要说法有两种，即“五口之家”和“八口之家”。但是如姜涛所言，“八口之家”是一种理想中的家庭规模，而“五口之家”则是现实的平均家庭规模
。在江南，虽然直到清代中期还有人提到“八口之家”
，但事实上自明初以来，平均家庭规模就一直是“五口之家”。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洪武４年（１３７１）苏州府每户平均有４·１５人，洪武九年（１３７６年）有４·３２人；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松江府每户平均有４·８２人，常州府４·３６人，杭州府３·７８人。而清代中期每户平均人数为：杭州府４·６５人（乾隆四十九年，即１７８４年）；嘉兴府５人（乾隆三十四年，即１７６９年），５·１７人（乾隆五十四年，即１７８９年），５·３６人（嘉庆四年，即１７９９年），５·４２人（道光十八年，即１８３８年）
。１９３０年代的相应比数也与此差不多，大致都在５人上下
。因此说明清江南大约一户五口，应当是近于事实的。
在这种“五口之家”的家庭中，主要的劳动力是当家的夫妇二人
。到了明代后期，何良俊在谈松江水稻生产情况时，也明确地说农户的劳动力为一夫一妇
。与江南隔江相望的南通，情况亦然
。直至近代，情况仍然大体如是
。除这两个成年劳动力之外，其他家庭成员也能提供一些劳动，其总量通常可以半个成年劳动力的劳动计
。但是在当家夫妇之外的家庭成员在生产中一般只是辅助性劳动力，主要劳动力还是当家夫妇二人。

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明清江南的个体家庭数量，１６２０年约有４００万个，１８５０年则约有７２０万个。在这些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１６２０年约有８００万个，１８５０年则约有１，４４０万个。按照上述城乡人口比例，城镇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总数，１６２０年约为１２０万，１８５０年则约为２９０万；农村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总数，１６２０年约为６８０万，１８５０年则约为１，１５０万。不过这些数字只是劳动力数量的上限，而非生产中实际的劳动力数量，因为无论在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并不参加生产劳动。

    二、城镇劳动力

    由于完全没有统计资料可资分析，而且各级城市（包括市镇）的情况差别很大，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明清江南城镇劳动力中到底有多少从事工业生产。从当时人所留下的一些零星的描述性记述来看，我们仅能知道以下几点情况：

首先，明清江南城镇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相当大，他们在城镇人口中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如在第２章已谈到的那样，清代中期南京丝织业全盛之时，城内有缎机３万台，而以缎业为生者竟达２０万人之多
。即使当时南京城市人口按照范金民估计的那样为１１０万，从事缎业者也占到全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的近一半。在这些从业人员中，丝织工人又占绝大多数。一般而言，当时民间织机的操作人手，大多为每部织机２个工人，加上从事其他辅助工序（如纺丝工、络纬、牵接、染色等）的人手，大约平均每机共５人。若以此计，则当时南京丝织工总数约为６万人，加上辅助人手则达１５万人。因此丝织业工人竟占了全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的１／３强。而且这还只是清代中期南京丝织业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道光间，“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
。加上织造纱绸绒绫等的工人，上述比重还要提高
。如果再加上从事其他工业生产（例如碾米、酿酒、造船等）的人员，则这个比重就更高了。

然而，尽管工业从业人员在南京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中所占比重已很高，但与江南其他城镇相比，南京的比重并算最高。吴承明估计清中期苏、杭二地各有丝织机３万台以上
。但杭州城市人口比南京少，所以丝织工人所占的相对比重更高。苏州城市人口多于南京，但苏州除丝织业之外，还有十分发达的棉布加工业。康雍乾时期苏州的踹坊就达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人数也在万人左右。二者合计共２万余人
。因此棉纺织业与丝织业合计，苏州纺织业工人的总数肯定大大多于南京，而且纺织业工人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肯定也高于南京。此外，清代中期苏、杭还有一些其他工业比南京发达（例如苏州的碾米、酿酒、服装，杭州的造船、迷信品制作等）。如果连上这些，其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可能比南京还要更高。

南京城市工业人口的比重，不仅与苏、杭相比不算高，而且与江南的一些中小城市乃至市镇相比也不算高。就丝织业而言，中等城市如湖州、常州、镇江、丹阳等，市镇如濮院、双林、王江泾、硖石等，拥有的织机数量都不少。例如湖州府城，明代丝织业尚不算发达，但至乾隆时已有织机４，０００余部，织工上万人
。濮院镇在清中叶则有织机上万部，织工三四万人，“机业十室而九”
。盛泽镇上受雇为人“佣织”的织工也达数千人，几乎一半人家依此为生
。这些市镇同时也拥有发达的丝织品加工业。例如嘉道时代双林镇拥有各类染坊（皂坊、黑坊、胶坊）多家，其中仅皂坊雇工就多达数百人
。盛泽镇至清末镇上“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
。在清代中叶盛时，该镇炼坊、染坊、踹坊、轴坊数目当更多。棉布加工业方面，明代后期的松江、清代中期的上海，都拥有众多的染坊和踹坊。而许多棉布专业市镇如枫泾、南翔、朱泾、金泽、黄渡等，也都有棉布加工业和为棉纺织业服务的其他工业（如纺车业、锭子业、布机业等）
。其中枫泾镇明末就已有多家布号开设的染坊和踹坊，到了康熙初年，“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
。到了嘉庆时，该镇染坊又进一步专业化，“染工又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之分”
。南翔镇在乾隆时有踹坊１０家之多，其中的从业人员包括坊总长、包头人、踹匠等
。此外，一些市镇还有发达的棉织业
。这些城市与市镇的人口远比苏、杭、宁三大城市少，所以工业从业人员在居民中所占比重可能还会更大。

从事工业的人口在江南城镇人口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可能出乎许多学者的意料之外。其实，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傅衣凌师就已提出：明清时代中国的城市经济，可以大体分为“开封型”和“苏杭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而后者则“工商业比重较大”，两者“截然不同”。此外，盛泽、濮院等江南市镇，则多属于“和工商业生产直接有关的新兴市镇”
。这个看法极有见地，一反以往那种把明清中国城市视为官僚、地主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明清（特别是清）江南城镇多数是以工商业为主要生计。也正因如此，工业从业人员占了江南城镇人口的一个很大部分，并非令人感到怪异的现象。
其次，尽管明清江南城镇人口数量不小，而且不断增加，但并未能为城镇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城镇工业所需的劳动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从城镇以外输入。这里将城镇工业从业人员中凡来自城镇以外者，都称为外来劳工。

城镇工业中的外来劳工，按照一般的想法，首先应当是来自附近农村
。不过奇怪的是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少见。常见的情况是城镇附近的农村劳动力就地从事工业生产，而非到城镇中务工。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乾隆时代的濮院镇。该镇丝织业生产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因此出现了一个兴旺的雇工市场
。按照一般的道理，这为周围农村的劳动力进入镇上的工业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因此附近农村的劳动力应当通过这个渠道涌入该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工业中等外来劳工可能并不主要来自附近农村，而是来自更大的地区范围。

明代江南城镇外来劳工似乎主要来自较小的地区范围（例如邻县）。在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明代后期崇德县石门镇的榨油业。该镇万历时“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逃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铢而赢。……千百为群，虽坊主人亦畏之”。这些外来劳工结成了帮会，“会渠魁周贤纠党数十人劫杨晨家，蹴其妇坠楼死，一镇为惊，群起缚之。靳侯躬莅尸所，案其罪，寘之理，余各抵罪，并逐诸不逞者”
。由此观之，该镇榨油业中外来劳工人数已经多达数百人，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劳工都来自邻近县份，并非更远的地方。在较大的城市中，外地劳工也有来自远地者，例如明末松江府城騌帽业兴起，“而安庆人长于修结者，纷纷入吾松矣”；时尚细木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什器，俱属之矣”
。但这种情况在明代史籍中并不多见。

到了清代，工业市镇里使用外来劳工明显增多。例如前面谈到的康熙初年的枫泾镇，“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这些工人来自远地，人数又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与本地居民的冲突也更为激烈。史称他们“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小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
。仅在冲突中被杀者就达数百人，可见外来劳工总数确实很多。而且这些劳工都来自数百里外的江宁，已经不是邻县了。松江城镇有一千多踹布工匠，都是江宁、太平、宁国人氏
。在清代中期的双林镇，“向有三油坊，博士人数逾百”，大多来自安徽泾县，不是土著居民
。该镇上皂坊雇工多时达数百人，也大多来自泾县
。

上述江南城镇中外来劳工的人数虽众，但与清代江南大城市中的外来劳工人数相比，则又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康熙末年，“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
。他们主要来自江宁、丹阳，“孓身赤汉，一无携带”，“食力糊口，俱系愚民”
。雍正初，苏州“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
。苏州的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乾隆时苏州有纸匠８００余人，都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
。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
。南京丝织业中的机匠，也大多来自外地，所以地方官说：“［机坊］每坊辄数十人，均系无籍之徒、乌合之众，虽系织机为生，而性情粗暴，好勇斗狠，动辄聚众凶殴”
。

此外，从史籍中我们还可以见到：甚至在一些位于非城非乡地区的工业中，也有许多外地劳工在工作。例如在乾隆时代的安吉州，烧炭业“皆徽、宁人为之，估买柴山，合伙设厂”；烧缸瓮，“业此者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烧砖瓦，“皆徽、宁及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
。

对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在明清江南的城镇工业中，外来劳工日益成为工业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关例子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例子都是因为特殊原因（例如外来劳工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或掀起工潮）才被记录下来的。可以断定，由于没有特殊原因被未被记录下来的事例，肯定要更多。因此可以肯定外来劳工是明清江南城镇工业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外来劳工成为江南城镇工业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现象虽然始于明代后期，但是仅出现在少数市镇工业中。因此之故，在明代史籍中，市镇工业使用外来劳工的记载很少见
，而关于大城市工业中使用外来劳工的记载则尚未看到。由此可知此时在江南城镇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工的情况还不很普遍。但是到了清代，不仅市镇工业中使用外来劳工更多、更普遍，而且大城市工业中使用的外来劳工更是达到很大的数量。第三，从上引石门镇的例子来看，明代该镇榨油业中的外来劳工都是来自“旁邑”（即附近县份），而非较远的外地。这表明当时外来劳工的来源还是颇为局限的。但是到了清代，来自江南内部较远地区（特别是宁镇一带）乃至江南以外地区的劳工，已成为江南城镇工业中外来劳工的重要部分。
　　因此，尽管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城镇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口总数自１２０万增加到２９０万，增加了１４０％，但是城镇工业所需劳动力仍然不得不从城镇以外去寻求新的劳动力供应源。从而表明城镇工业的发展比人口增长更快。但是从远地招募劳工，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土、客民之间的严重冲突）。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种办法就是发展农村工业，就地利用农村的劳动力。这样做，既可发展工业，又可以避免外地劳工大量涌入。但是问题是这一时期江南农村能够为农村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吗？

三、农村劳动力

依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期）江南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无法容纳，形成严重过剩，因此工业中劳动力的供给应当是非常充分的。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人口压力”最大的清代中期，人口高度密集的江南东部地区的农村，并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因此不可能向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这也导致了清代江南城乡工业中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迹象。
（一）虽然江南农村人口数量不小，但是工业发展的劳动力后备资源却十分有限。江南农村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总数，１６２０年约为６８０万，１８５０年则约为１，１５０万，增加了７０％。在这些人口中，从事农村工业的劳动人口占多大比重，史籍中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从明清时期的一些记载来看，江南农村中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大。隆庆时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这自然是夸大。到了康熙时，靳辅说务农者仅占百姓的十分之五
。在乾隆时的无锡东北乡，“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业”
；太仓沙头里，“男女兼织，十室而五”
。道光时的常熟、昭文，“男女效绩，夙夜不遑”
。林则徐更明确指出：此时的江南东部，“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
。这些农户应当说是半工半农的农户。乾隆时代的双林镇附近的农户，“以织绢为上，……而出息亦巨”，因此“机声鸦鸦，晓夜不休”
。而在道光时代的湖州南浔镇，“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这些农户看来已经是以工为主、以农为副了。

到了清代中期，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江南东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已非常高。按照徐新吾的估计，在１８６０年的松江农村，从事纺织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９０％，每个纺织户平均有从事纺织的劳动力１·５个（农妇与农家老幼合计）。这些劳动力每天从事纺织工作１２个小时，一年工作２６５天，亦即每周从事纺织工作的时间长达６０个小时
。相比之下，从事农作的劳动力却只有１个（即农夫），而且这个劳动力也不可能一年农作２６５天，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这种情况表明松江农村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以超过从事农作的劳动力。其他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如太仓、常州等地），情况与松江相似而仅有程度之差。而在江南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如苏、嘉二府与湖、杭二府的东部），情况亦与松江相类。伊懋可（Mark Elvin）怀疑明清江南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了
。如果针对江南东部而言，很可能情况确实如此。高王凌也认为在清代江南棉纺织业地区，棉纺织业已成为主业和正业，而这里的农民则可以说是兼营农业的工人
。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经在从事工业的情况下，农村中有可能转向工业的劳动力数量，自然远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当然，在江南也有许多农民还是以农为主、以工为副，甚至是专一务农的。只有这些农民才是潜在的工业劳动力来源。大体而言，在江南东部平原上的产棉区和蚕桑区，半工半农乃至以工为主、以农为副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在江南西部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区，专一务农或者以农为主、以工为副的情况则更为常见。因此可以向工业提供劳动力的，主要也只是后一地区。而如前所述，比起前一地区来，后一地区人口较少，因此可以为工业提供的劳动力资源也就更为有限了。

　　（二）明清江南农业中是否劳动力过剩？这是农村人口能否为城乡工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的关键。普遍的看法认为明清江南农业中存在劳动力过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过剩不断加剧
。但是与这些通常的看法相反，在明清江南史料中，不仅未见到农业中劳动力过剩的表象，相反却有一些迹象表明农业中劳动力供给不足。

　　首先，江南农业中劳动力供给不足，使得若干更为劳动密集的农作方式（如双季稻、甘薯、水稻区种法等）在江南难以推行。因为江南粮食不能自给，而且要交纳大量的税米，因此其粮食生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在江南种植双季稻与甘薯、实行水稻区种法，都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受到上至皇帝、督抚大员，下至地方士绅、农学专家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提倡，包括开办示范农场、印发技术书籍、编写通俗口诀等，绝非虚应故事
。但是对于这些劝导，江南农民却响应者寥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劳动力不足，难以承担这些耗用劳动较多的工作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福建。福建也是地狭人稠，亟待增加粮食产量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而那里的人民就采用了种植双季稻与甘薯等可以容纳更多劳动的农作方式，以解决粮食问题。

其次，自明代中期开始，江南农业中使用短工（以及忙工、盘工、伴工等）日益增多，而到清代中期更为盛行。此外，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一些地区更出现了租牛车水乃至专业化的“包车水者”
。这类农忙短工和专业化承包农活，使得农民可以求助家庭外部的人畜力解决在有关生产环节上的劳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乾隆《吴县志》卷二十四风俗在说“吴农治田，男女效力。春耕饁饷，夏耘踏车，老幼俱前”一段话后，马上又接着说：“人力少者，雇单丁以襄其事，或长雇，或短雇”。这类农忙短工的增多和专业化承包农活者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农家在大田农作中劳动力的不足。如果农家自己有充足的劳动力做农活，那么有何必要雇佣短工或出钱倩人承包农活呢？

再次，明清江南人口的迁移模式也表明江南不存在人口过剩。除了明初强制性的移民外，在１８５０年以前的几百年中，江南并没有大量人口大量迁出。与此相反，不仅有颇大数量的外地商人和工匠迁入江南
，而且还有外地农民来江南租种田地的记载
。江南人民外迁不多，并非由于交通不便或者人民安土重迁。江南交通位置优越，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航运技术比明代有很大进步，故江南与外地的海上交通有了很大改观。例如在原来较为艰难的北洋海运方面，在明代及清代康雍乾时期，“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但到了嘉道时代，则“一年行运四回”
。明中叶由江南航行至山东，“习海者”尚以为“水极险恶”为惧
。可是到了清中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辽海、东吴若咫尺，朝阳暮岛如内地”
；“上海人往关东、天津，一岁四五至，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说也”
。在南洋海运方面，江南海商（特别是乍浦海商）和以江南（特别是上海）为据点的浙东海商（特别是宁波海商），一直活跃在东亚海域
。道光时人齐彦槐说当时的“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
。这种描述清楚地表明江南人民并非安土重迁。在与江南海上往来密切的地区中，就有若干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地方（如关东、南洋）。如果江南农村真的拥有大量过剩劳动力，那么江南农民为何不像同时期的福建等地农民那样，大批迁移到外地呢？因此说江南农业劳动力过剩，乃与事实不符。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转移，需要各种条件，特别是这两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及相互比较。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清江南由于人口增加而耕地未有相应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农民仅靠农业收入不能生存，因此不得不从事家庭工业以补充收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黄宗智指出：明清江南由于人口增加，农民拥有的土地减少，“农户在务农所得不足养家活口的压力之下，将无别处可用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投入家庭工业。对他们来说，只要净收入大于零，就值得去干”。因此总的来说，纺织业的劳动回报甚至比农业还低，所提供的不过是仅够劳动者个人糊口的微薄收入。 因此农业劳动力转入农村工业，并非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而恰恰相反，体现了农业与农村工业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及其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

但是，在明清江南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但工业也相当发达的社会中，劳动力能否从农业流到工业，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取决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由于不存在择业方面的限制（至少是在农民家庭内部），江南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工业与农业两种生产活动中相对自由地流动，因此能有多少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主要取决于工农业两种生产活动的比较收益。换言之，如果工业中的劳动回报高于农业，那么就会引起农村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我近来所完成的一项关于明清江南农业和农村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就与以往学界的普遍看法相反。此项研究表明：（１）在明清江南，由于农作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进，以及农作的“男子专业化”，尽管农民家庭农场规模缩小，但是农场的总产值却并没有下降，而劳动者的人均产值则有相当提高；（２）农家妇女之转向棉纺织业，是因为她们从事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报酬，较她们从事大田农作更高
。因此农村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并非由于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递减，也非由于农业与农村工业的“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是由于农业与农村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经过长期的比较与选择，江南农村劳动力选取了最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分工方式。作为结果，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各得其所。因此在明清江南农村，并不存在农业劳动力过剩引起的“过密化”迫使劳动力转向工业的压力。由于明清江南农村并未出现劳动力过剩，相反还出现了局部的劳动力紧缺，因此引起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即使在被赵冈说成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能力降至最低维生费用以下”的农业中，也出现了劳动力价格和实际收入上涨的趋势
。结果是这个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江南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一直在提高
。因此以往建立在“存在严重人口压力”这一假设之上的“江南劳动力过剩”之说，是不符明清江南的实际情况的。

明清江南城镇工业中外来劳工的来源也表明江南东部农村不存在劳动力过剩。明清江南工业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同时也是江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果按照“人口过剩”论及其各种派生说法来推论，这些地区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根本毋庸从外地输入劳工。然而事实却刚好相反，到了清代中期，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太仓、常州等地的农村，已不可能为城镇提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在江南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如苏、嘉二府与湖、杭二府的东部），情况也大体相似。因此这些地区成为外来劳工主要输入地。而人口相对稀疏的江南西部宁镇丘陵地区，由于农村纺织业相对欠发达，所以还有少量富余劳动力，成为江南劳工的主要输出地。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城乡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必需从江南西部输入劳工，方能平衡劳动力的供求。前引清代枫泾镇和苏州府城的棉布加工业、苏州府城的纸业、双林镇的榨油业等，都不得不大量引进外地劳工，而这些劳工又大多来自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宁镇等地，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江南东部农村真的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过剩劳动力不大量流入城镇工业呢？为什么城镇工业还不得不“舍近求远”，依赖远地劳动力供应源呢？因此，以往那种认为“由于明清江南农村过剩人口众多，所以城乡工业劳动力供给极为充分”的看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无可争辩，但事实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假设。

第四节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如前所述，明清江南工业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并不大。在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还不得不将外地劳工引入作为解决本地工业劳动力匮乏的主要手段。但是大量引入外地劳工，不仅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江南生活费用十分高昂的情况下
，引入外地劳工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进一步扩大，就必须减少外来劳工以更大规模涌入江南工业。在此情况下，改进本地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就成了更为可行的办法。而在明清江南，确实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大致而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一是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实施文化教育，培养读、写、算能力。这两种手段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手段，但它们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只是对特定对象有明显成效。对于从事一般工艺操作的普通劳动者，第一种手段所起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对于从事经营、管理、设计等工作的“白领工人”来说，则第二种手段更为重要。明清江南工业中的劳动者绝大多数属于前一类人员，因此第二种手段究竟能够起多大作用，本节将着重进行讨论。

　　一、专业技能的培训

从一种我称之为“近代优越论”的角度，高高在上地俯视明清江南的工业，往往会觉得这只是一种简单落后的生产。这种对历史的傲慢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农村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的看法上。以往许多学者心目中的“男耕女织”，就是自觉或不自觉以这种“近代优越论”为基础的。由于他们认为棉纺织是一种无需专门技能培训的工作，农家男女老幼人人均可为之，所以“男耕女织”也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然而从我对明清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分工所作的研究来看
，在中国历史上，“男耕女织”并非一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现象。相反，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男耕女织”才能成为农家劳动分工的主要模式。在这些条件中，很关键的一个是农家棉纺织生产的商业化。因为商业化之后，市场竞争就会迫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技能。

如本书第２章所述，在产品主要为满足自家消费的时代，农家棉纺织生产确实可以由欠熟练的人手，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但是随着江南的棉布在国内外市场上遇到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江南农家棉纺织业不得不走专业化的道路，以求提高工效和产品质量，从而在剧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专业化生产，必然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出相应的要求。在明代江南，由于农家内部男女劳动分工尚不够充分，实行的是“夫妇并作”的方式，因此纺织劳动的专业化水平很低，只是一种农闲时的副业生产活动。由于纺织不是日常性操作，从而妨碍了劳动技艺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反，自明代后期起，随着农夫逐渐退出棉纺织，农妇也逐渐退出大田农作，专力于棉纺织，从而大大提高了纺织劳动的专业化水平。同时，由于她们主要承担棉纺织生产中工艺要求最高、工作难度最大的织布工作，所以很大一部分纺纱工作也交给了农家辅助劳动力（如老幼）乃至农夫。而此时的农夫，在纺织业中，只能算是不熟练的劳动力了
。

在１９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
。因此江南农家棉纺织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之高，颇令人惊异。由此而言，明清江南的农家棉纺织劳动决不是一种人人可得而为之的简单劳动。相反，要又快又好地纺织，需要相当高的技艺。而劳动技艺的获得，除了通过长期的专一性操作可以达到（即“熟能生巧”）外，及早培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能否很好地学会一种技艺并养成与此相应的劳动习惯，与受培训者的年龄有密切关系。

从明清江南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文字，要成为“人劳而工敏”的熟练纺织劳动者，必须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学习纺织技巧；学会之后，为了保持良好的技艺水平，还需常年不断地操作。关于这一点，乾隆年间纂、道光年间续纂的《金泽小志》卷一风俗说得非常清楚：“松江棉花布，衣被天下。……而女红自针黹外，以布为恒业。……女生五六岁，即教以纺棉花，十岁学织布，无间寒暑。自幼习劳，比嫁，咸善操作”。尹会一则说江南“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
。由此可见，江南农妇之善织，是自幼加以培训的结果。无论是纺纱还是织布，都需要２－３年的学习，方可达到熟练。而如果是纺、织合计，则自开始学习纺纱到能够织布，这个过程需要４－６年的时间。而且这种培训是常年性的（“无间寒暑”）。因此江南农家妇女纺织技能之甲天下，乃是长期职业培训的结果。

　　从事被许多学者视为人人俱可为之的简单劳动的棉纺织，尚且需要经过数年的培训方能真正胜任。从事其它较为复杂的劳动（特别是某些城镇工业如丝织业等），就需要更长时间的技术培训，自然不说自明。明清江南人劳动技艺之领先全国各地，时人众口一词，并无异议。周忱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
。张瀚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华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
。清代地方志说：“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
。江南人工之巧，当然不是天生的，正如王士性所言：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
。换言之，这只是受过培训和长期专业操作的结果。

二、教育的普及

按照以往流行的看法，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只是一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内容与生产活动毫无关系，而且仅限于少数人中，因此对于工业发展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不仅如此，许多学者还认为这种教育使得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会在八股文中讨生活，因此严重地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言，这种教育对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未起积极作用，相反倒起了消极作用。这种看法长期流行，然而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明清时代的教育并非都是应试教育。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指出：“我们经常错误地从其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中国文人的观点，即识字完全是为学习儒家经典打基础。倘若以此标准来看，中国识字的人确实非常有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外还有非常多的人，尽管按照经典学术的标准来说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无论如何是识字的”
。由此而言，可以把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称为精英教育，而把追求实用的识字教育称为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区别，因此在讨论明清江南教育问题时，不能忽略后者，而只把前者作为教育的全部。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这两类教育及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一）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的主要对象的普通民众，或者说是当时的下层社会民众。这种教育的目标并非考科举，而是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其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并且在使受教育者在获得起码的读、写能力的同时，也获得起码的计算能力。那么，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是否能够提供这种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呢？

１、大众教育的内容

在１９５０年代我国的群众扫盲运动中，国家根据汉字实际使用频率，确定成人“脱盲”标准为识１，０００字，“半文盲”的标准为识５００－６００字。而据西德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对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在比较简单的文献中，最常用的７８个、３５３个和１，１６９个汉字分别占了所出现的全部汉字的５０％、７０％和９１％
。换言之，只要识１，０００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大致对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即使只识数百字，也就可了解较简单的文字材料的大意了。而根据清代社学、义学中所用的教材来看，一个学童通常一年内要学近２，０００个字
。因此一个贫家子弟入村塾一二年，大体就可以掌握常用的汉字了。所谓清代江南文献说农民子弟进村塾读书，“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并非虚文。

明清江南的学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数学教育。因此学童计算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民间数学知识的传播。但是通过学堂教育，学童至少可以认识记数文字、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的名称及含义、主要计量（度量衡）单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数学基本概念，并学习到与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历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计算方法的学习。有了这些起码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诀等通俗数学教育手段的帮助下，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明清江南大众教育中的数学教育，除了通过师（师傅）徒（学徒）相传外，别的方式还不很清楚。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数学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十分有限和非常实际的，即获得进行有限范围内的整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能力。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应用数学的进步，大大推动了这种数学教育的普及，对于普通民众计算能力的获得起了巨大作用。这些进步主要是珠算、笔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现与普及（其中尤以珠算最为重要）。

我国古代计算方法的特色是不用计数文字直接进行，而是借助于“算筹”进行
，而珠算则是原有的筹算的改进。在１３、１４世纪，我国出现了便于记忆的筹算口诀。１３７３年刊出的何平子著《详明算法》中出现的口诀，和今天常用珠算歌诀已完全一致，标志着算法口诀的完善与定型。与此同时，计算工具也因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出现了变革，即珠算盘取代了算筹成为民间最常用的计算工具。珠算盘的出现可能在元明之际，但到了１５世纪才较广泛地为民间采用。到了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长期在江南一带经商的徽商兼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问世，标志着由筹算向珠算转变的完成，从此珠算成了主要的计算工具
。对于当时工商业活动中所遇到的绝大多数计算问题来说，运用珠算来解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

中国原来没有笔算，明代后期利玛窦把西方算法传入后始有
。此外，口算（心算）的基本口诀如现在小学生背诵的乘法口诀“九九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到南宋时已变得和今日完全一样
。但是这些口诀一直是为筹算服务的，因此口算是否已经出现并不清楚。到了清代，运用这些口诀进行口算（当时称为“嘴算”）已变得颇为普遍，尽管具体何时出现仍然不清楚。由于珠算、笔算和口算在民间的普遍流行，因此在李汝珍的《镜花缘》里都有反映
。

江南是中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与这些算法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珠算与江南的关系。蒋述亮指出：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一书，对近代式的珠算法作了系统而完整的叙述，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数学专著，风行全国达百余年之久，任何其他古代数学书籍都不能与之相比
。而程大位在该书自序中说道：“予幼耽是学［算学］，弱冠商游吴、楚，遍访明师……”，然后用了二十年才写成此书。可见此书与江南的民间算法有极深的渊源。由此而言，珠算、笔算、口算等实用算法在清代江南非常流行，应是可以肯定的。

此外，从学习方法上来看，各种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明清时代民间应用数学教育也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这些口诀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只要能够纯熟利用这些口诀，运算起来就很省力、迅速和准确，而不必真正懂得其所以然
。由于这些特点，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口诀学会计算
。因此，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于这些算法运用的大众化促进极大。

　　总之，在两三年的启蒙教育中，学童在认识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左右的汉字的同时，也学会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如后所论，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获得了独立地从事小规模工商业活动所需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了。

２、大众教育的普及

如果我们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象。罗友枝（Evelyn Rawski）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３０－４５％，女子则为２－１０％。另有学者估计１９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４０－５０％，广州城则达到８０－９０％。江南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来比广东发达，因此江南的识字率不应低于广东。近代对江苏南部２１５个农村的调查也显示：在１９－７０岁的村民中，有４０％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阅读能力
。１９世纪中叶以前江南的识字率，也并未有证据说明会低于本世纪前半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对明清江南的识字率究竟有多高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到了１９世纪初期，这个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以罗友枝对清代中国识字率的估计数的上限（男子――４５％，女子――１０％，合计接近３０％），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从地方志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来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确实非常之普及。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
。所以早在洪武初年，苏州府就已“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
。万历时的松江府，也是“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
。到了清代中叶，甚至连一向比较落后的江宁府溧阳县，也已是“村有学师”
。可见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应当指出，接受教育的并不仅限于富家子弟。到了清代中期，一般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已不是罕见现象。嘉道时湖州府南浔一带的农民子弟多入村塾，“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然后回家种田
。在双林一带，“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
。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
。松江府金泽一带，“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亦不费幼学焉”
。这些记载表明：明清江南大众教育确实已经十分普及。

明清江南的识字教育，富裕人家是聘请教书先生到家教育子弟。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延聘私家教师的花费太高，因此往往是多家合聘一位教师，设立私塾学堂。但是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这种私塾学堂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村社和家族出资兴办的社学、义学也发展了起来。虽然社学、义学在江南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才在各地普遍兴办，并且常常得到官府的支持，甚至由官府出面兴办。因此江南民办、官办或官助民办的社学、义学等学校，在明清时期有很大增加。例如嘉靖时的嘉定知县李资坤、青浦知县卓钿等，都在治下的乡镇兴办学校多所
。到了清代，从梁其姿所作的清代（１６４４－１８２９年）江南社学、义学的统计来看，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全都有民办和官办的社学和义学
。康熙时苏州巡抚汤斌更发出告谕，要苏南“城乡村镇，宜设社学一所，延学问纯正之士为师。本乡子弟及家贫无资者，州县官量为廪谷，概送入学”
。这道告谕，实质上就是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虽然其实施情况与实际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这种思想之出现并成为政府行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且从梁其姿的统计来看，这道告谕也并非一纸空文，或者说这道告谕所反映出来的乃是一种社会的现实。这里要强调的是，汤斌告谕之所以出现于苏南，绝非偶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清代江南教育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

（二）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也并非像众多学者想象的那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积极作用。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科举又是进入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因此，精英教育（即读书）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使得读书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有力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读书之风。

１、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
。而在江浙二省中，本书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
。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９个府中，明代江南有３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３名，常州－－第５名，嘉兴――第９名），而清代江南则有５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１名，苏州――第２名，常州――第３名，嘉兴――第４名，湖州――第５名）
。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基本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
。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
。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着者已百人”
。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２、精英教育的内容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明末以江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泰州学派领袖颜元，已提出教育要重实践（即“习行”与“践履”），而实践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礼教（“践履”），而且也包括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关“器物度数”和“技击”、“艺能”的“习行”。而比颜元稍前的江南学者陆世仪，在教育应“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颜氏还要远。因此杨向奎认为“他［陆氏］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学亦不仅识字教育，还有歌诗习礼。这比后来颜习斋的教育理想还要完备”
。虽然陆氏提出的具体办学方案并未为社会广泛采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反映了当时众多的社会人士对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因此之故，明清江南科学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首。其中最著名者，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１５６５－１６３０，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１７８９－１８５０，仁和人）、戴熙（１８０６－１８６０，钱塘人）与李善兰（１８１１－１８８２，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１７６８－１７９７，江宁人），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１５８６－１６４１，江阴人）与顾祖禹（１６３１－１６９２，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１７４６－１８０９，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１５４９－１６１３，金坛人）、吴有性（１５２８－１６５２，吴县人）、叶天士（１６６７－１７４５，吴县人）、徐大椿（１６９３－１７７２，吴江人）与王士雄（１８０８－？，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１７１９－１８０５，钱塘人），等等。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王征等就是其杰出代表。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材。虽然当时的江南科学家们对工业发展不可能起到多大作用
，但是这些科学人材之集中出现于江南，也说明了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在培养科技人材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的冬烘先生。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天下，因此读书人之多也甲天下。但是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却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实际上变成了江南绝大多数读书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做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
。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去作幕僚、帐房、讼师、书办等），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如行政、法律、商业、文牍等方面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知识或技能
。

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不得不转向科举之外寻求生计。这就为江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力。

（三）教育对工业发展的作用

对于从事工业活动的人来说，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就是读、写、算。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来看，在通过读、写能力传播具体知识方面，识字率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联系并不很紧密
。但是读、写、算的能力与商业化的联系很紧密，却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明清江南的工业企业绝大多数是小企业（即小雇佣作坊乃至家庭作坊），需要独立地与市场打交道，因此这些企业中的主要劳动者（即小作坊主）同时也是经营管理者和商人。对于这种集工商业者和经营管理者于一体的小作坊主来说，起码的读、写、算能力是其进行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才能进行原料购买、产品出售、成本与利润计算、合同与契约订立、货币（钱、银）换算，以及进行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乃至纳税、商务诉讼等活动。同时，能够读、写、算，也比较容易地获得获得商业信息和与商业有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明清江南出现了许多诸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四民必用》之类的小型实用知识百科全书，主要读者之一就是这些小作坊主。明清江南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工业生产技术的专门书籍。其中既有像《天工开物》、《远西奇器图说》等综合性的技术专著，也有像《杵臼经》、《布经》等关于具体行业中的生产工艺与设备的专著。要读这类书，当然也需要起码的阅读能力。此外，正如明代商人书《商贾醒迷》所告诫的那样：做生意，“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算计不遗一介，维事有成”，“临财当恤，记账要勤”
。而要做到这些，当然必须有起码的计算能力。

　　由于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别是大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最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并且还包含了若干实用性知识，因此这种教育的普及，对于江南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的工业生产的小作坊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与欧洲中世纪行会制度束缚下的小手工业者或中国官营企业中的工匠不同，明清江南绝大多数手工业者是自主地经营的小业主。而独立经营一个小型工业企业（即小作坊），并不像过去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清江南的小作坊主，也决不都是以往许多史家所想象的那种可怜、保守、墨守成规、没有文化的小手工业者。姑不论那些富于进取心和“企业家精神”的手工业者（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复一类人），仅就那些“胸无大志”、只求能够维持其作坊的简单再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的经营能力，才能在明清江南那种由 “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所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
。而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乃是这种经营能力的基础。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才能比较容易地获得关于价格、成本、利润、利息、信贷、租借、税务、货币（钱、银）换算等基本知识。否则，即使手艺高超，也只能成为一个受雇于他人或受制于某个组织（如布号）的工匠。如前所述，读、写、算能力主要是通过大众教育获得，因此教育的普及确实为江南的小型企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清江南工业中，大型企业很少，小型企业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过去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现象。然而事实是：与当时的大型企业相较，小企业显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对付各种挑战。例如，官营大企业在明初的江南工业中曾占有很大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型企业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不是民间大企业，而是民间小企业。到了清代，民间小企业已成为工业的基本组织形式。而小企业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拥有大批具有能够独立经营小型企业能力的人才。 

其次，教育的普及也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培养了各种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较大的工业企业（如前面章节讲到的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厂等）或工业组织（如丝织业中的帐房、棉纺织业中的布号等）中，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专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例如从《龙江船厂志》可见，在大型造船厂的生产中，各种船只的设计、督造与质量检查，物料、人工及其价格的计算，船厂收支的财务平衡，等等，都有非常专业化的规定，需要有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十分专门化的业务知识。本书第２章在讨论棉布染色技术时，曾经引用过成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布经》。该书可称为清代苏州染布行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全。该书记载的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色名多达９０余种，有详细工艺配方的蓝以外的“杂色”达７０余种。不仅如此，这７０余种配方都有多种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该书还在染色质量的检验方面列出了不少具体的评判标准
。染坊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全面掌握这些技术的规范与标准，否则就难以指挥工人正确地进行生产。而要能读懂这一类专业的技术书籍，当然必须掌握一定的阅读、计算能力。又，按照本书第３章中引用过的１９３０年代桐乡石门镇油坊的事例，在一个员工总数为４６－４８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销人员１１－１３人，约占职工总数的１／４
。而这些管理、供销人员大都必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并掌握相当的商业知识。

最后，教育的普及，还使得江南拥有一批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建筑设计专家蒯祥（１３９７－１４８１，吴江人）与计成（１５８２－？，吴江人），水利工程专家沈启（１４９６－１５６８，吴江人）、潘季驯（１５２１－１５９６，乌程人）、徐贞明（）及陈潢（１６３７－１６８８，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１６１３－１６７７，桐乡人），机械专家薄钰（明末人，生卒年不详，长洲人），发明家徐正明（明末人，生卒年不详，吴县人）与戴梓（１６３５－１７０４，杭州人），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１６３０－１６６２，吴江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１８１８－１８８４，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１８３３－１９０２，无锡人），等等。其中，薄钰与戴梓分别设计出装有望远镜的火炮和连发火铳，徐正明据说发明出了人力飞行器，这都比欧洲早很久。徐寿与华蘅芳则设计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虽然在当时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下，这些优秀的技术人才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之集中出现于江南这一事实，却表现了明清江南在培养和造就工业发展所需的高级技术人才的方面，是颇有成就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往“人口过剩”论者所描绘出来的那种阴郁场面相反，明清江南并未出现“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消极后果。江南工业并未为过剩劳动力充斥，成为一个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边际生产能力递减的产业。相反，江南工业劳动力的供给的增加很可能赶不上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并促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到了清代中期，江南工业已经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素质优良的劳动大军。这支大军为后来江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良好的人力资源。

�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２５页。


� 按照麦迪逊的估计，１５００年中国人口约为１·０３亿，１７００年增至１·３８亿，而印度（包括今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口为１·１０亿（１５００年）和１·５３亿（１７００年）。因此在这两个世纪中，中国人口的总规模及增长速度均逊于印度。但是到了１８２０年，中国人口增加了２倍，达到３·８１亿；而在此时期印度人口仅增加了１／３，达到２·０９亿。因此中国把印度远远抛到了后面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至于欧洲（包括土耳其和俄国）的人口，１５００年为０·６８亿，１７００年为０·７２亿，１８２０年则１·６７亿，分别为同期中国人口的６６％、５２％和４３％。见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２０页


� 根据贾永吉（Michel Cartier）的总结，关于清代中国人口增长过速以及出现人口危机的观点，首先是何炳棣提出，尔后为柏金斯（Dwight Perkins）、伊懋可（Mark Elvin）等加以证实，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所接受（见千里与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中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在国内，不少人接受了清代人口爆炸、人口过剩的观点，但大多似乎未作认真思考和专门研究（此种情况尤其见于一些流行文章如陈平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等）。


� 在清代全国人口密度最高（超过每平方公里５００人）的１１个府和直隶州中，有个在江南，这些府、州及其人口密度为：苏州（１，０７３人）、嘉兴（７１９人）、松江（６２６人）、太仓（５３７人）、镇江（５２３人）、杭州（５０６人）（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第２１６页，郭松义执笔）。与近代早期英国的比较见本书第１０章。


� 例如，黄宗智在其关于江南经济史研究的著作《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１３５０-１９８８》中，提出的中国农村经济的“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模式，其基础就是人口过剩致使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而在此方面，江南具有代表性。


� 在这方面，秦佩珩的看法颇具典型性。他认为：过去中国的人口变化“完全决定于出生与死亡两种力量的对比”。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医药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因而“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率会自然提高”。在清代初期，江南苏、松、常地区人口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而且“是个鱼米之乡，生活条件优越，人口自然跟着大增”（见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第２４４－２４５页）。


� 例如，漆侠认为宋代“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漆侠：《宋代经济史》，第１７８页）。傅宗文认为南宋初期的江南，由于人口过于密集，人口无法被全部吸收入进入城乡经济中，特别是“集约程度有限的农业经济，……无法将大批人流吮吸净尽”，因此就已存在大量的“过剩人口”（傅宗文：《宋代草市研究》，第３１５页）。梁庚尧认为南宋浙西“地小人多，人口压力很严重”（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１７页）。


� 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例如范金民、夏维中认为：“假如说全国范围的人口危机开始于乾隆后期的话，那么苏州等地区则要比全国早得多。……最迟到乾隆中期，［苏州等地区］人口危机已大显端倪”。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５３９页。


� 李中清：《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新近的研究成果及意义》，王国斌与威廉．拉夫里：《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Moder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２５页。


�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１０章第５节


� 至少，一直到１９世纪前半期，中国最富裕和繁荣的地区，仍然主要是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成就（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化、农村工业化，等等），大部分也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与该地区的过去或者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明清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很难说是增长过快或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 见千里与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中作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


� 参阅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３－４页；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１３６８—１９６８》，第２０２－２０９页。１８５０年人口数字的可靠性可能会低一些（例如施坚雅已指出１８５０年许多地区的人口数字可能都偏高。见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但是这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可靠的人口数字之一。


� 见Yeh-chien Wang（王业键）：《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 这里我们使的１８２０年江、浙两省分府人口数字，是经过梁方仲校正的数字，故所得出的１８５０年苏、松、常、镇、宁５府人口数，与王业键的数字略有不同。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２７３－２７９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２３页。


� 清初江南海宁人吴枳昌说：“明季天崇间，阉宦用事，士民解体，盗贼蜂起，蚁屯水乡益甚。吾浙嘉、湖二郡间，有大水墩为巨寇窃据，四出剽略，得千万金，欲图大举。……入我朝为大军扑灭”（吴枳昌：《续客窗闲话》卷八“某富翁”条）。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１０页。江苏人口系南直隶人口减安徽人口而得（参阅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第１１３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１０、２６１、２６２页。


� 除贵州外，以上地区１３９３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２０％（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１０页》。


� 例如据官方统计数字，在１４００－１６００年间，湖南耕地增加了１５３％，湖北增加了３１０· ２％，此外也四川增加了２７９· ５％。而江苏则仅增加２８· ５％，浙江增加１· ３％，江西增加１８· ８％。到１６００年，湖南、湖北、四川的耕地总数合计已超过江苏和浙江的耕地总数合计（见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第１１３页）。


�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１３６８—１９６８》，第２１６页表Ａ．７。


     � 后一种方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太大，并且未考虑到例如明末清初人口的损失等情况。


� 例如万历时人诸葛升说：“江南寸土无闲，……民间莳葱韭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数共争，谁能余隙地？”同时代人徐贞明也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启则说：“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二徐皆江南人，诸葛升则为毗邻江南的浙江寿昌人。以上引文见《农政全书》卷八所载诸葛升《垦田十议》、卷九徐光启《垦田疏》、卷十二徐贞明《西北水利议》）。此类说法，还散见于江南地方志。此外，关于明代后期江南城市人口众多的记载，更多见于各种文献。


� 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１６００－１６５０年间全国的人口年成长率约为－４·９‰。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２６４页。


� 江南的抗清战斗，到１６６４年以自称为明太子的朱光辅被擒而大致告终，但零星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１６７０年代中期（见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１２７－１４０、１４６页）。天灾人祸造成的土地抛荒，在１６６０年代也还大量存在。例如直到康熙初年，仅宜兴一县的荒田还达１０万亩（储方庆《荒田议》“饥民垦荒议”，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宜兴并非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情况可想而知。至于城乡工商业，不仅在１６３０－１６６４年间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１６８０年代以前还受到许多严厉禁令的压制（例如迁海令），所以恢复更为缓慢（例如丝织业，谢国桢认为到１８８３年平定台湾后才恢复。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６６页）。


� 据当时一些人的印象，到１６９０年代，除四川外，各省的人口都已超过１７世纪中期的数量（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２６４页）。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１７世纪中期的人口肯定少于１７世纪初期的人口。江南的情况可能会好些，因此我们姑假设江南人口在１６８０年代已恢复到１７世纪初期的水平


�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１３６８—１９６８》，第２１６页表Ａ·７。


� 有关数字采自全汉升与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附表。


� 参阅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第１１３页。


� 清代的官方人口数字，在１７７６年以后相对可靠（参阅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４章）。借以求得上面的百分比人口数字，见全汉升与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表４和附录（全国和江苏、浙江），以及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４５０－４５１页表２２（嘉兴）。


� 见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该文所讨论的家族共１６个。除了本文中提及的１１个外，尚有归安（南浔）周氏、会稽秦氏、鄞县厉氏、桐城王氏与赵氏。桐城在长江以北，情况与长江以南在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故在此略而不论。另外，在该文中，无归安周氏、会稽秦氏和鄞县厉氏１８００年以前的人口成长率数字。因此我们仅采用刘翠溶对其余１１个家族有关情况的分析。


� 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第８、９章；全汉升和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


� 江南自明朝建立以来，除１６世纪中期受到倭寇骚扰外，一直是和平时期。至于明清两代的统治何者较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则一直有争议。例如，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明朝后期的统治较优（甚至认为明代后期的政治腐败，也似乎并未严重阻碍江南经济的高涨），因此才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清朝的统治（至少是在前期）则阻碍了原来的经济发展势头，从而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而在较近的研究中，相反的意见似乎又占了上风。但是，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广大开发中和待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清朝的统治无疑比明代好得多。


� 根据滨岛敦俊的研究，江南的农田的“内涵式开发”（即开垦原有圩围内的荒地和改造低产耕地等），大致要到１７世纪中期才基本结束（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但从北田应英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即使到１７世纪中期，这一工作也还未完成（见北田英人：《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州の进步と农村手工业の发达にる研究》，第４１－４２页）。因此，尽管万历江南耕地统计数字少于洪武数字，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明代，江南耕地的数量仍有相当的增加。而在清代即使有增加，增加的数量也很小。


� 参阅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代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之一》，《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 英国人口仅在１８世纪内就增加了７０％，而在１７５１－１８５１年的一个世纪中更增加了１６０％（见P. Deane与W. A.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第６、８页）。


    � 参阅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２页。


�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１６５－１６７页。


� 对此国际学界分歧一向很大，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期，这个分界线最低者仅２００人，最高者则为１０，０００人，彼此颇为悬殊。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 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第１０２页。


�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７２－７３页。


� G. Willi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２８７页。


� 以上均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６卷，第５８５－５８８页。


� 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１６２０—１８５０》，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近代江南人口调查显示：在没有大量使用女工的新式缫丝厂、棉纺织厂等近代企业的江南市镇人口中，性比例严重失调。如濮院、炉镇、梧桐、屠甸、石湾等镇，男女比例为１３０·１：１００（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２００页）。


� 包伟民、陈晓燕针对近代江南的情况，把江南市镇区分为“嘉兴类型”和“鄞县类型”两种。前者主要存在于苏、松、嘉三府及杭、湖二府东部，而后者则常见于宁、镇、常三府及杭、湖二府西部。前者人口的非农业化程度很高（嘉兴达到８０％强），而后者人口的非农业化程度则较低，有时甚至不到２０％（如无锡）（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７章第１节）。在前一地区的人口，显然比后一地区更多。


　　 � 典型者如在清代的杭州，“四方之民朝东暮西，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康熙《钱塘县志》卷六风俗）。


� 例如据谈迁《枣林杂俎》，隆庆六年上海全县在籍男妇总数为１９万余人（男１５８，５３２人，妇３４，４２５人）。如果成年妇女的实际人数抑依男子在籍数，那么成年男妇总数合计为３０余万。利玛窦（Mathew Ricci）也说此时上海县城和郊区的人口共有３０余万（见利玛窦与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５９８页）。但是据陆楫《蒹葭堂杂著摘钞》，万历时的上海，“吾邑僻处海滨，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耳”。由此可见外来工商业人口比例之高。


� 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gukawa Japan》，第２１８、２７３页。


� G. 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 刘翠溶：《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 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第１６４－１６５页。原始数据出自康熙六十年《浙江户口黄册》、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十四户口、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九户口。


� 康熙五十一开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前一年人丁数为准。自此以后，丁口数就作为一种虚文而沿用了下来。


� 例如杭州府的乾隆数字基本上是抄袭康熙数字，湖州府乾隆数字与雍正数字也仅有微小改变（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第１６４－１６５页表４－１、４－２）。


� 有关情况参阅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 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４４９页附表２１。


� 该府除了有一个大城市杭州外，其余城市都很小。此外，除了钱塘、仁和两个省会和府城所在的县以及海宁州外，其余各县的市镇也不多。


� 这两个比重数字均系刘石吉计算得出的（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 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 依照王业键的估计，松江府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损失了３５万人，损失比率为８％（见Yeh-chien Wang：《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 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１０章《清代前期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 见上引William Skinner文，与上引姜涛书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第５２８、５８８页。


� 这两个比重数字均系刘石吉计算得出的，见于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２６９页。


� 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１６２０－１８５０》，第２０页。


� 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５卷（曹树基执笔），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 范金民估计为７０万，曹树基估计为１００万。分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１０章《明代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５卷（曹树基执笔），第４２４页。


� 陈忠平：《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


� 佚名《庄议》（收于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二艺文）。


� 曹树基估计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５卷，第４２４页；范金民估计见前引分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１０章《明代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


� 前引《中国移民史》第５卷，第４２４页。


�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４卷第４章《陆路去南京的旅程》，第３３８页。


�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三城池。


� 包世臣说：在嘉庆时的苏州府，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三石”（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


� 该统计表见于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 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第２９５－３０１页。


� 例如张海珊和陶熙在谈论苏、松地租时都提到“一家八口”。见张海珊《甲子救荒私议》（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三）和陶熙《租核》“重租论”。


� 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６、４４８页。


� 按照有关统计数字计算，结果为：吴兴县４·１人（普通户），４·３人（农户）；长兴县４·４人（农户）；平湖县４·９人（全部户），５·１人（农户）；嘉兴县４·５人（农户）；江宁县４·７７（全县），５·７７－６·５７人；武进县４·８７人；吴江县４·０６人（开弦弓村）。见建设委员会：《中国经济志· 吴兴县》、《中国经济志· 长兴县》、《中国经济志· 嘉兴县》；胡焕庸：《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卜凯（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Farm Economy》：第３２７页；费孝通：（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Delta》，第２３、２９页。


    � 郭松义指出：在清代的五口之家中，劳动力总数可以折回为１·３－３人（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第２１１－２１２页，郭松义执笔）。


�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史十。


� 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 例如据费孝通的调查，１９３５年吴江县开弦弓村，有劳动能力者（１６－５５岁者）占全村人口的５１％，其时每户平均有４·０６人，即每户有劳动力２人（见费孝通：《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Delta》，第２２页）。又，据程潞等人的调查，１９５７年苏州－无锡地区（大致相当于明清的苏州、常州两府）的农村男女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４４·４％如每户以５人计，则应有劳动力２·２人（见程潞等：《江苏省苏锡地区农业区划》）。


� 徐新吾估计１８６０年松江府每个纺织农户中的从事纺织劳动的劳动力，即以１·５个成年劳动力计（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 程先甲《金陵赋》（转引自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南京经济史》，第１０章《清代前期的南京经济》，范金民执笔》）。


�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


� 据西方人记载，１８５３年（咸丰三年），“南京城内用于织缎的织机共有三万五千台，附近乡村共有一万五千台”。见《The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Silk》，Shanghai，９７，第６３-６４页（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１卷，第６０页）。吴承明也估计清中叶江宁地区至少有织机４万台以上。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３７０页。


� 上引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３７０页。


� 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４０５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洪焕椿：《明清史偶存》，第５３７、５４０页。


� 朱新予《浙江丝绸史》，第０４页；裘良儒、蒋遒龙《浙江丝绸史辑要》，第２页。


� 《濮院志》卷十四织作，《濮川记闻》卷首风俗。


�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参阅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 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卷十五风俗、卷十六物产。


� 沈云：《盛湖杂录》（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２１５页）。


�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 吴遇坤：《天咫录》（收于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


�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 乾隆十年《嘉定县为禁南翔镇踹匠恃众告增规定踹匠工价钱串告示碑》（收于《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１００页）。


�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说：“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匹布，易钱以资日用”。可见镇上居民亦大多织布。又，据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周庄镇农家“妇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纱，以易于市，遂捆载至浙江硖石镇出售”。


�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 例如曹树基认为：“由于江南地区城镇密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中的迁移不会是长距离的。……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许多小镇，吸收外来移民的能力相当有限，在自然村向城镇转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村民逐渐转变成为城镇的居民，他们与移民无关”（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５卷，第４２５页）。


�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４１６－４１８页。


� 沈廷瑞：《东畲杂记》。


� 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收于万历《崇德县志》卷７纪文）。


�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


� 前引吴遇坤：《天咫录》。


     � 《案底汇抄》“设立专员管理踹匠各条”（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３３４页）。


� 民国《双林镇志》卷１５风俗。在明清江南油坊中，杵油工人称为油博士。


�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 康熙五十九年《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５６８）。


� 康熙三十二年《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５５页）。


     � 《雍正朱批谕旨》卷二００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翚奏。


� 洪焕椿：《明清史偶存》，第５３７页。


     � 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 俞德渊：《禁机匠匪徒人等聚集滋事示》（收于《皇朝经世文补编》卷九十四刑政.治狱下）。


� 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方面的具体记载，仅有上引关于石门镇榨油业的一条。


� 《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


� 《生财裕饷第一疏》（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


� 《锡金识小录》卷一。


� 乾隆《沙头里志》卷二。


�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七。


� 《太仓等州卫帮续被歉收请缓新赋折》（收于《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二）。


�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原纂）。


� 温丰《南浔丝市行》（收于咸丰《南浔镇志》卷三十一）。


� 徐新吾：《中国土布史》，第２１１、２１５－２１６页。


     �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２７７页。虽然他并未明确地说这些江南特有的现象，但是他用以支持这些说法的主要证据，却都主要是江南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现象应以在江南为最明显。


　　 � 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第１２６页。


� 丛翰香认为是明代江南农业中已有大量的过剩人口（见丛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洪焕椿则认为明清江南农业中有多余劳动力（但都被副业吸收）（见洪焕椿：《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黄宗智、赵冈也持类似观点（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１９１页；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１３５０-１９８８》，第８４－８６页）。


� 例如，徐光启鼓吹种甘薯（《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甘薯”），康熙帝号召并由李煦负责在江南试种双季稻（《李熙奏折》：第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３，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６，２２７，２３３，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２页）。道光时林则徐、李彦章等又一次号召种植双季稻（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同时陆世仪、潘曾沂等极力推广“区种法”（陆世仪：《区种法》；潘曾沂：《区种法》）。


� 柏金斯指出：即使在１９５０年代的中国，在农忙时期也没有剩余劳力。相反倒存在着劳力不足。这种劳力不足，是制约植双季稻普遍种植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双季稻种植所需劳动大大超过水稻与春花种植所需的劳动。肯尼斯. 瓦尔克（Kennith Walker）也指出：在江苏省，实际的劳力供给，尚不足理想条件下的双季稻种植所需劳力的一半（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１３６８—１９６８》，第５９、６０页）。因此，劳力不足是双季稻种植及其他高产方式未能在江南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 租用牛力车水的例子，如清初上海姚廷遴种水稻、棉花，要付出一笔数量可观的“排牛车费”（ 姚廷遴：《历年记》）。“包车水者”出现较迟，到道光时代方首见于姜皋《浦泖农咨》：“又有包车水者，率若干一亩，以田之高低为等。夏秋田中缺水，则为之踏车上水。设频遇雨，则彼可坐获其直”。


     � 例如雍正时代，苏州“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雍正朱批谕旨》卷二〇〇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翬奏）。徽商更是遍布江南大小市镇，以至江南有“无徽不成镇”的民谚。


� 典型的例子如清代的濮院镇附近农村，由于“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沈廷瑞：《东畲杂记》）。


     � 谢占壬《海运提要》“古今海运异宜”（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 嘉靖《浙江通志》卷七十二杂志第十一之十野史。


     � 魏源：《复魏明府询海运书》（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收于《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酌》上卷）。


     � 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约翰﹒克罗福德（John Crawfurd）说，１８２０年代初活跃在东亚海域里的帆船，主要来自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见John 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Vol. III。


     � 齐彦槐：《海运南漕议》（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 典型的描述如赵冈所说：明清江南农村纺织业的发展，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能力降至最低维生费用以下，农户无法靠农业生产维持全年的生活，不得不以副业生产来辅助农业生产，而选择的副业是几项纺织品生产”（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１９１页）。


     �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１３５０-１９８８》，第８４－８６页。


� 详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册，第５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李伯重执笔），第２、３节。


� 例如魏金玉关于农业雇工的研究已证明：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农业中的长工和短工的实际收入都在提高。明末要４－５个劳动者充分就业，才能供养１个劳动者过同样的生活；但是在清代中期却只要１－２人出雇，就可以维持另一个人过同样的生活（魏金玉：《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性雇佣劳动的过渡》）。方行的研究也表明：清代中期江南农业雇工的生活水平较明代后期确实有所提高（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


     � James Lee and Wang Feng：《One Quarter of Humanity》，第３章（李伯重帮助写作）。


� 清初袁尧文说：湖南“柴木、食物、庐舍、田园之值，较江浙几四分之一”（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二）。可见早在清初，江浙（实际上主要是江南）的生活费用比湖南高出数倍。


     � 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


     � 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


　　 � 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第１０３页。


� 尹会一：《敬陈农商四务疏》（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 周忱：《与行在诸公书》（收于《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二）。


     � 《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


     � 王士性：《广游志》卷下物产。


�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第２３页。以下所引用的广东、江苏南部的调查数字也转引自此书第５页。


�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第３页。


�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第２页。


� 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５９页。


�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第２３４－２４８页。


� 在一般的财经计算（特别是加减运算）中，算盘的计算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今日的计算器。见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８９页。


� 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


�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第１８－１９页。


� 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


� 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８７页。


� 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８６页。


� 例如《红楼梦》中的凤姐，原不识字，虽因理家久了也略识一些字，但终究不多。但是她却能够熟练地作许多加减乘除的口算。


� 见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第５页。


� 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第三，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引正德志，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乾隆《金山县志》卷十七风俗，等等。


�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六风俗。


� 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


� 乾隆《溧阳县志》卷四风俗。


�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收施国祁诗。


� 《双林镇志》卷十五（原纂）风俗。


� 《南漳子》序。


� 《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 乾隆《续外冈志》卷二小学，《蒲溪小志》卷三小学。


� Angela Leung：《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吴门岁华纪丽》卷首。


�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 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７７％。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１１３名）的８６％（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２５０页。


�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１７７、１８０页。


� 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


� 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收于光绪《唐栖志》卷一）。


�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引自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第２２８、２２９、２４４页。


     � 如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基本上彼此无关（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第１６２页）。


� 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生活在杭州。


     � 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记账、会计技能，因此才会被商人雇去工作。


�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第１５０页。


� 收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引文见第３１２、３２８页）。


　　 � “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之说见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２７７页。


� 参阅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３８７页。


� 包括老大（总管）１人，老二（副总管）２人，出使朝奉（主管销售）１－２人，出差（采买原料）２－３人，帐房１人，管作朝奉（记帐、验收）２人，管作朝奉（总领班）２人。


� 参阅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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